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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共情是指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绪状态, 部分体验到他人感受, 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当前时代背景

下, 从神经科学角度出发, 采用神经影像学方法, 探究共情的神经基础, 把握共情的毕生发展规律, 并针对性地提

升个体共情能力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的研究发现, 共情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个体的共情于婴幼儿期便已开

始萌芽; 儿童中期开始, 个体共情反应表现得更加灵活、可控; 从青少年到成年早期, 个体的共情发展已趋于成

熟; 进入成年中晚期后情绪共情回升, 认知共情有所下降. 目前共情神经基础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儿童期、青少

年期和成年早期, 着重探讨共情相关的大脑区域和大脑网络, 以及个体的共情水平、特点与大脑结构或功能特征

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梳理以往共情毕生发展和神经科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从测量、技术路线、研究切入点以及

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并对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路线进行了一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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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绪

状态, 体验他人感受, 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1,2]. 共情

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从个

体层面来说, 共情有助于帮助个体与他人建立情感联

系, 抑制或减弱攻击性, 促进亲社会行为和合作
[3]. 对

于社会而言, 共情被认为是促进社会中利他性行为的

动机因素
[4], 有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风气

[5],
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作用和意义. 同时, 在

社交媒体日益普遍化的现代社会中, 激发研究者的共

情可以减少消极的网络旁观者行为, 并增加网络欺凌

行为举报的概率
[6]. 而共情的缺乏则是一些精神障碍

的典型特征, 例如, 具有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或患有精

神分裂症的个体的情绪共情的发展相对于典型发展个

体而言存在缺陷, 而这一缺陷往往导致漠视他人的福

祉, 在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后缺乏负罪感等后果
[7].

对于共情的认识, 尽管学界有着多种不同的看法,
但人们普遍认为共情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社会认知能

力. Gladstein于1983年提出了共情双成分理论, 认为共

情包含情绪共情(Emotional Empathy)和认知共情(Cog-
nitive Empathy)两种成分, 其中情绪共情是指个体能够

对他人的情绪感受产生共鸣, 是一种自下而上自动化

的情绪分享的过程, 而认知共情则是指个体能够识别

他人的情绪, 理解他人的观点, 即一种自上而下的认

知调节过程
[8~10]. 在共情的研究领域中, “共情双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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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 近年来, 一些研究

者提出除了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种成分之外, 共情

还应包括第三种成分, 即“行为成分”[11~13]. 虽然对于

这一成分的研究较为有限, 但目前的研究结果提示,
这一成分主要体现了个体共情过程中外显的行为

反应.
本文基于对以往关于共情不同成分毕生发展以及

共情发展的神经基础研究的梳理, 结合国内外前沿研

究视角和学科发展现状, 分析了国内该领域内当前研

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未来发

展方向.

1 共情不同成分的毕生发展

基于过往研究, 共情主要包含认知共情、情绪共

情和行为共情三种成分. 不同成分在毕生发展过程中

表现出的轨迹也有所不同.

1.1 情绪共情的毕生发展

情绪共情是一种由刺激驱动的自下而上的自动化

过程, 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替代性体验.在这一替代性

体验过程中, 个体首先觉知到他人的情绪, 而后自身也

出现相应的情绪唤起, 体现个体对他人情绪所产生的

分享或共鸣. 由此, 情绪共情也被视为共情这一复杂

的概念结构中较为基础的一种成分, 是个体理解他人

情绪及其背后意图的基础
[14].

情绪共情在出生的早期就存在, 在婴儿期, 情绪共

情处于较高的水平. 有研究表明, 情绪共情在婴儿出生

后的前两年保持稳定或仅略有提升
[15]. 婴儿阶段的情

绪共情主要表现为婴儿对于他人面目表情或情绪状态

的无意识模仿, 最初无意识的模仿依赖于婴儿自我与

他人之间的躯体感觉运动的共鸣, 而这也被视为生命

早期的情绪共情反应. 研究发现, 2~3个月大的新生儿

有能力模仿恐惧、悲伤和惊讶的表情
[16], 通过这些表

情, 新生儿可以与他人进行简单的情感互动. 而婴儿

到14个月大时, 则会对别的婴儿的哭泣产生类似的哭

泣反应, 婴儿的这种自动化模仿和传染性哭泣也被认

为是个体社会认知发展的起点
[17]. 同时, 也有研究发

现, 当婴儿期的个体听到其他同龄人的哭声后不久就

变得极度痛苦, 而这种对同龄人哭声的痛苦反应比对

于其他声音刺激, 如白噪音、合成的哭声、非人类的

哭声的反应更为强烈
[18], 这种现象也是共情反应的早

期表现. 处于婴儿期的个体与外界沟通交流的主要方

式便是观察他人的面孔表情并做出一定回应
[19]. 因此,

这种自动化的情绪共鸣反应对于婴儿与其他个体之间

的交流至关重要.
学龄前期儿童的情绪共情表现最为显著, 而从学

龄前期到儿童期个体的情绪共情则会表现出一定的下

降趋势. 在学龄前期和儿童期, 许多研究表明, 个体情

绪共情的能力和强度似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近

期研究中, 研究者采用教师评价版格里菲斯共情量表

(Griffith Empathy Measure, GEM)考察了3~7岁儿童的

情绪共情, 结果显示, 情绪共情在整个学龄前阶段维持

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
[11]. 在一项使用脑电图和事件

相关电位(electroencephalography/event-related poten-
tial, EEG/ERPs)的研究中, 向3~9岁的儿童展示描述人

们身体伤害的刺激物. 结果表明,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

会表现出一种早期的自动加工成分(N200), 这反映了

情绪唤起, 即情绪共情
[2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

的情绪共情则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 Zhou等人2002年
的一项纵向研究使用面部肌电的方法考察了10~12岁
儿童情绪共情反应的变化, 结果发现在这两年时间里,
个体情绪共情的强度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而这一下降

趋势可能体现了儿童对于自身情绪共鸣反应的控制能

力有所增强, 能够根据情境做出适当的情绪共情反应,
这也对其社会适应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1].
在青少年期, 情绪共情的水平可能出现上升, 并且

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研究者在一项针对儿童青少年

的纵向研究中发现, 在从儿童期向青少年期转变的过

程中, 女性的情绪共情显著提高, 之后趋于平稳, 但是

男性的情绪共情水平一直相对较低, 而且没有发生明

显的改变
[22]. 另有针对国内外中学生展开的横断研究

也发现, 情绪共情在青少年阶段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
主要表现为女生的情绪共情水平高于男性

[23,24]. 在一

项针对中学生共情能力发展的研究中发现, 女生的情

绪共情水平要显著高于男生, 并且高中生的情绪共情

水平高于初中生. 这提示青少年期个体情绪共情的发

展可能受到了年龄和性别交互作用的影响
[25].

成年期个体的情绪共情趋于稳定, 并可能在成年

晚期阶段呈现逐渐回升的趋势. 研究发现, 相较于青

少年期, 成年期个体的自我指向的情绪共鸣反应更强

烈
[26]. 这段时期的个体表现出更加沉稳、持重, 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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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青少年期那般激烈高亢. 在一项采用情境诱发情绪

共情的研究中, 80名成年早期个体和73名成年晚期个

体均观看了八部电影剪辑, 每一部都描述了能够诱发

个体情绪反应的话题. 与年轻人相比, 老年人在观看

电影后对其中的主人公表达了更多的情绪共情
[27].

Sze等人
[28]

考察了成年早、中、晚期的个体生理指标

和自我报告表现出的情绪共情, 也发现情绪共情的强

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 总结来看, 国内外研究结

果较为一致地反映出, 相对于成年早期个体, 成年晚

期个体的情绪共情存在回升趋势.

1.2 认知共情的毕生发展

认知共情指个体依据一定的概念系统和规则, 识

别和理解他人情绪感受及其产生原因的过程, 相对于

情绪共情这一自下而上的自动化的情绪分享的过程,
认知共情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调节过程

[29]. 个体的

认知共情从婴儿期便有所表现, 并在后续发展阶段中

不断发展成熟.
在婴儿期, 个体就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

对于他人情绪产生原因的好奇和探求欲, 这可被视为

是认知共情发展的早期表现, 但这一阶段个体的认知

共情尚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30]. 事实上, 年幼的婴儿往

往会深陷他人的负面情绪中, 并可能会做出自我安慰

等行为来减轻自己的痛苦. 婴儿被认为不能完全区分

自我和他人, 只具备基本的情绪调节能力. 然而, 在生

命的第二年, 随着自我-他人概念的分化、观点采择和

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 婴儿从以自我关注为主, 转变为

逐渐开始关注他人
[31].

从学龄前期到儿童期, 个体的认知共情快速发展.
认知共情在学龄前时期发展较快

[10,32]. 在一项针对

2612名4~16岁儿童的横断研究中, 研究人员采用父母

报告的方式, 通过GEM测量了儿童的特质共情, 结果

发现, 儿童的年龄与认知共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
[11]. 儿童中期开始, 个体的双维度共情发展开始出

现交替, 随着认知共情的成熟, 个体的共情反应更加

灵活和具有可控性. 共情能力的发展能够显著地促进

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减少攻击性行为, 拥有良好共情

能力的儿童在同伴中更受欢迎. 同时, 也有研究发现,
语言能力在这一阶段儿童认知共情的发展过程中扮演

了重要的作用
[33].

在青少年期, 认知共情继续向上发展, 并趋于成

熟. Schwenck等人
[34]

对意大利6~18岁典型发展的儿童

青少年使用情绪识别和观点采择任务作为认知共情的

测量, 结果发现, 年龄对于认知共情具有较强的影响作

用. 这与过往通过情绪识别
[35]

和观点采择
[36]

来考查同

年龄段个体认知共情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年龄效应较为

一致. 同时, 青少年的认知共情在发展速率和轨迹上表

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 在一项纵向研究中, 研究者调查

了13~18岁之间青少年认知共情的发展,并研究了其与

青春期状态的关系. 潜在的增长曲线模型显示, 女孩和

男孩的认知共情在该阶段均有显著提升, 但女孩增长

的速率要比男孩更高. 同时, 女孩的认知共情水平一

直保持稳定的增长, 而男孩则表现为从青少年早期到

中期略有降低, 而后反弹到最初的水平
[37]. 另外两项

纵向研究也支持了这样的观点, 研究发现, 10~18岁的

女孩报告认知共情水平较高且稳定或上升,而10~15岁
的男孩报告认知共情水平稳定甚至下降

[38,39].
成年期阶段, 个体的认知共情在发展成熟后, 会随

着年龄的升高表现出一定下降趋势. 成年早期是个体

认知共情发展成熟的时期, 根据黄翯青和苏彦捷
[10]

两

位学者所提出的共情毕生发展的模型, 该阶段个体的

认知共情会达到顶峰, 其共情反应会更加具有可控性.
进入成年中晚期后, 认知共情则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下

降. 在一项横断研究中, 研究者对成年中期和成年晚

期个体的共情能力进行考察, 结果表明, 相比于成年

中期个体, 成年晚期个体的认知共情水平较低
[40]. 同

时, 另一项纳入7万多名18~90岁成年个体的研究也发

现, 与中年人和老年人相比, 成年早期个体自我报告

的认知共情更强
[41]. 这一发展趋势也符合已有研究所

提出的共情理论模型, 由于共情涉及到自下而上和自

上而下这两个加工过程
[42], 而成年早期又是个体认知

能力发展的巅峰
[43], 所以其共情会更加理性. 老年个

体认知共情水平下降的原因则可能是个体智力尤其是

流体智力的下降. 相比于成年早期, 个体进入成年中晚

期之后在信息加工速度和逻辑推理能力方面都会逐渐

下降, 而这两者在情绪区分、归类以及对情绪线索的

整合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作用
[44].

1.3 行为共情的发展

行为共情主要是指个体共情过程中外显的行为倾

向或行为反应. 目前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理论框架或

测量工具, 所探测或考查的行为共情包含不同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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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 具体来说, 行为共情主要包含替代性的躯体

共鸣反应
[12,45], 关注他人的行为动机

[31], 他人指向的外

显行为或行为倾向
[11,13], 基于模拟他人所处情境做出

的共情行为
[46]. 随着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 行为共情

由初级到高级不断发展成熟
[31].

目前关于行为共情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婴幼儿

和学龄儿童阶段. 例如, 有研究采用格里菲斯量表中的

行为共情维度测查了3~6岁幼儿的行为共情表现,结果

发现, 相比于3岁组, 4岁组幼儿的共情行为成分有了明

显发展, 而5岁组与6岁组之间行为成分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
[11]. 到了学龄阶段行为共情的发展趋于稳定, 表

现为采用图片情境问答测得的行为共情在7岁组与9岁
组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47]. 由此可推测, 学龄前阶

段可能是共情行为发展的重要阶段, 而该阶段幼儿共

情行为成分的迅速发展可能与自我-他人的表征和区

分等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关.
过往研究发现, 自我-他人的表征和区分能力在生

命早期阶段便开始发展
[48,49]. Huang等人

[31]
研究发现,

在婴儿期向学龄前期过渡阶段, 自我-他人表征与共情

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 2岁之前, 自我-他人表

征对于婴儿的情绪共情存在正向预测作用, 对认知共

情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而当婴儿2岁时, 自我-他人表征

对于两种共情的预测方向与2岁前恰好相反. 同时, 该

研究中的中介模型表明, 2岁时的自我-他人表征能力

通过正向预测自我-他人区分的发展, 进而降低情绪共

情, 这提示从婴儿幼儿过渡的阶段(约2岁时), 婴儿的

自我-他人区分能力的增强使其自我指向的共情表现

降低, 进而促进幼儿阶段婴儿表现出更高的他人指向

的共情行为.
整体来看, 婴儿期阶段个体的情绪共情处于较高

水平, 认知共情有所表现, 但发展水平较低; 到学龄前

期, 幼儿的情绪共情表现明显, 认知共情快速发展, 同
时, 根据目前研究结果推测, 这一阶段可能是行为共情

发展的重要时期;儿童中期开始,个体的情绪共情和认

知共情发展开始出现交替, 情绪共情有所下降, 但随着

认知共情的成熟, 个体的共情反应更加灵活和具有可

控性. 到青少年时期, 个体共情发展趋于成熟, 情绪共

情基本稳定, 认知共情继续发展. 步入成年期后, 个体

的情绪共情基本稳定, 并可能在成年晚期阶段出现回

升, 而认知共情在发展成熟后, 随着年龄的升高表现

出一定的下降趋势.

2 共情发展的神经基础

脑科学的发展为共情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技术手

段. 研究者对共情的神经基础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主要

包括基于磁共振的大脑功能和大脑结构的研究. 此外,
随着这一领域工作的逐渐深入, EEG、近红外光谱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S)等成像方法也常用

于研究共情的神经基础.
在个体毕生发展过程中, 作为共情的不同成分, 情

绪共情、认知共情和行为共情所依赖的脑区也有所差

异. 情绪共情的发展主要涉及负责情绪状态匹配和情

感共享的脑区, 如脑岛(insula)、颞极(temporal pole,
TP)、前中扣带皮层(anterior midcingulate cortex,
AMCC)、杏仁核(amygdala)、内侧眶额皮质(medial
orbital frontal cortex, mOFC)、左侧额下回(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 lIFG)、躯体感觉皮层(somatosensory cor-
tex, SSC)和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SMA)等; 认知共情的发展主要涉及的脑区则更多参

与精细、可控的认知加工, 如颞顶联合区(temporo-
parietal junction, TPJ)、腹内侧前额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背内侧前额皮层(dors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背外侧前额皮层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等[50~62]; 而目前

有限的研究提示, 行为共情涉及的脑区主要是颞上沟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STS)、后顶叶(posterior par-
ietal cortex, PPC)、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脑岛、杏仁核、前运动皮层(premotor cortex,
PMC)、内侧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腹外侧前额皮层(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
tex, vlPFC)等[12,61,63].

学龄前阶段儿童共情发展的神经科学研究目前还

比较有限. Brink等人
[50]

使用近红外光谱技术, 通过让

4~8岁儿童观看不同图片故事来引发其共情. 结果发

现, 这种方式引发的共情与内侧眶额皮质的激活有关;
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引发情绪共情的故事任务中, 儿童

的内侧眶额皮质、左侧额下回和左背外侧前额皮层的

激活增强. Sethi等人
[51]

在研究中通过图片和有声视频

两种形式展现主人公的情绪, 从而诱发儿童情绪共情

的范式, 也印证了上述结果. 此外, Decety等人
[9]
采用

经典的疼痛共情任务测量了儿童中期个体的疼痛共情

反应, 结果发现, 脑岛、躯体感觉皮层、前中扣带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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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辅助运动区都有显著的激活. 同时, 相关研究也显

示, 儿童中期个体的脑区激活更多偏向认知性的, 如

颞顶联合区、左侧额下回, 以及与自上而下的情绪调

节有关的右背外侧前额皮层. 来自较大年龄范围从儿

童中期到成年早期的研究发现, 梭状回(fusiform gyrus,
FG)以及额下回的激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强

[52].
Michalska等人

[53]
探究了儿童期阶段个体共情发

展所依赖的神经基础. 研究使用布莱恩特共情量表

(Bryant Empathy Scale, BES)测量了幼儿和儿童的特

质共情, 之后使用儿童观看他人身体受伤的任务来诱

发儿童的共情反应, 并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记录其间

的大脑活动. 结果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女生的特质

共情得分越来越高, 但是男生的特质共情得分则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下降. 然而脑成像的证据并没有发现显

著的性别差异, 这提示外显的自我报告特质共情和内

隐的共情反应之间存在一定差别, 可能是因为女性比

男性更倾向于外显地报告更多的共情体验. 此外, 相

比于看到他人受到无意伤害的情况, 个体在看到他人

受到故意伤害时, 其腹内侧前额皮层的激活程度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杏仁核和颞极的激活程度则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由于学龄前儿童年龄较小, 因此

目前关于学龄前儿童共情的神经基础研究证据较为

有限.
青少年阶段共情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神经基础.

成熟的共情反应与前额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的
成熟紧密相关, 青少年期正是个体前额皮层达到成熟

水平的重要时期
[54]. Decety等人

[55]
通过功能磁共振成

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

发现, 从儿童期开始, 随年龄增长, 与认知共情紧密相

关的腹内侧前额皮层的激活程度变得更大. 同时, 过往

研究已证实了品行障碍者较典型发育个体共情能力存

在不足. 针对青少年阶段行为障碍的个体展开的研究

发现, 与典型发展的个体相比, 行为障碍者在静息态

条件下的右侧颞顶联合区(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
tion, rTPJ)、腹内侧前额皮层及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之

间的功能连接较弱, 这也侧面证实了上述脑区在该阶

段个体的共情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56]. 另外, 也有

研究者探讨了功能态条件下, 具有行为障碍的青少年

与典型发展的个体相比, 其自身遭受博弈损失和观察

他人遭受损失时的脑区激活情况. 结果发现, 当观察

到他人遭受损失时, 典型发展个体的右侧颞顶联合

区、左侧额下回等与认知共情相关的脑区明显激活,
与情绪共情相关的脑区并未出现显著的激活, 而这一

模式在行为障碍的个体中并未发现. 这也侧面反映出

该阶段个体以认知共情为主的自上而下的调节逐步发

展完善
[57].

根据共情的双过程发展模型, 个体的情绪共情和

认知共情能力在成年早期均处于相对稳定阶段
[10]. 基

于此, 研究者倾向于以成年早期个体为研究对象, 探

讨其在共情过程中的神经电生理活动情况. fMRI的研

究发现, 个体在感知他人疼痛过程中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前额皮层、辅助运动区和躯体感觉皮层

的活动被激活
[24,58,59]. Levy等人

[60]
使用MEG(magne-

toencephalography)技术考察了人类个体疼痛共情的发

展进程及对应的神经回路的发展, 实验选取儿童、青

少年和成人三组被试共290人, 要求被试在实验过程

中观看他人接受疼痛/非疼痛刺激的图片, 并对他人传

达的疼痛程度进行Likert 5点评分, 实验结果表明, 个

体的疼痛共情能力只有在成年期才达到全然成熟, 儿

童对他人疼痛的共情反应涉及与初级感觉皮层相关的

alpha成分波幅的变化, 而成人的疼痛共情神经反应回

路则涉及与次级运动皮层相关的beta和gamma成分的

活动, 该波幅的变化代表了更高水平的心理表征.
共情在成年中晚期的变化同样有特定的神经生理

基础. 一般认为, 上颞叶皮层(superior temporal cortex,
STC)、下额叶皮层(inferior frontal cortex, IFC)以及这

些脑区通过脑岛与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建立的神

经网络连接, 在共情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 额叶和颞叶的变化可能是共情随年龄变

化的重要脑基础
[61]. Decety和Michalska[62]曾探讨了

7~40岁个体共情的变化及其对应的脑基础, 发现杏仁

核、辅助运动皮层和后脑岛(posterior insula, PI)随年

龄激活的变化可以解释不同年龄个体共情的差异. 值

得注意的是, 目前直接针对成年中晚期个体进行的脑

成像研究还很少, 致使该领域迫切需求更多的相关

研究.
目前对于共情发展的神经基础方面的研究主要还

是围绕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展开, 对于行为共情的探

究比较有限, 仅有的一些研究涉及了行为共情中的运

动共情(motor empathy)和基于情境模拟做出的共情行

为两个方面, 且主要关注了个体的成年阶段. 首先, 在
观察者知觉到他人情绪状态而后激活自身的相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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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进而产生以自动化躯体反应为主要形式的运动共

情过程, 所涉及的脑区主要是颞上沟、后顶叶、额下

回、脑岛和杏仁核, 这些脑区与表征动作信息和处理

情绪密切相关
[12,61]. 另外, Lawrence等人

[63]
关注了与

基于情境模拟的行为共情有关的神经基础, 发现在个

体进行情绪判断过程中, 基于情境模拟做出共情行为

倾向性高的个体, 其壳核、额下回、前运动皮层以及

内侧前额皮层激活程度越高, 而前扣带皮层和腹外侧

前额皮层激活程度越低. 结合上述脑区的功能, 基于

对他人情境模拟而做出共情行为的过程既要表征他人

的情绪状态, 也需要抑制优势反应, 进行自我-他人区

分, 以做出恰当反应. 考虑到目前研究的有限性, 未来

研究可围绕个体毕生发展过程中共情行为成分各个层

面的神经基础进一步展开. 综上, 可将共情不同成分在

各年龄阶段的发展轨迹以及发展所依赖的神经基础总

结为图1.

3 共情神经科学领域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文明、和谐、友善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社会积极价值导向中所强调

的内容. 而建立文明、和谐、友善的社会大家庭离不

开每位社会成员能够在社会交互中关注他人福祉, 并

站在他人角度, 理解他人的情绪及需求. 因此, 对共情

领域展开深入的科学研究将对更好地参与社会互动,
构建文明、和谐、友善的社会大家庭产生重要意义.
目前, 共情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 共情加工过程的认知神经基础, 通过使用不

同的共情测量范式, 探讨共情加工过程中的大脑活动

模式或功能连接模式; 其次, 从个体差异的角度揭示

不同水平共情个体的大脑特征, 建立个体的共情水

平、特点与大脑结构或功能特征之间的关系. 关于共

情及其相关脑区的发展, 目前仍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

题. 从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来看, 未来的研究可能有如

下7个发展方向.
第一, 测量方法的统一, 开发适用于全年龄段的研

究工具和实验范式, 探究毕生发展各阶段行为共情的

表现及其相关的神经基础在共情领域的研究中非常重

要. 目前对于共情不同成分发展轨迹的研究仍缺乏采

用统一工具测量不同年龄群体的证据. 已有的测量工

具中, 格里菲斯共情量表是一个运用较为广泛的工具,
目前该量表包含情绪共情、认知共情和行为共情在内

的三维度版本已经在成人和幼儿群体中进行了修

订
[11,13]. 未来可考虑将其进一步拓展到青少年群体当

图 1 共情的发展及其神经基础示意图(网络版彩图)
Figure 1 Th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al neural basis of empathy (color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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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对于状态共情的测查, 除了运用fMRI和EEG等生

理指标进行外, 目前运用较为广泛的主要是情境模拟

法, 通过观察个体在情境中的反应进行编码和维度划

分. 2018年, Sturm等人
[64]

在研究中, 对运用于儿童的

情境模拟范式进行了改编, 并将其运用于成人的实验

中. 同时, 近年来也有学者强调过往的共情量表或实

验范式更侧重于考量个体在共情过程中的情绪和行为

反应, 而共情的准确性,如对于共情对象在特定情境中

情绪状态或疼痛程度等评估的准确程度也是衡量个体

共情能力的又一重要指标, 而来自成人的实证研究发

现, 个体的共情反应与其在特定情境中的共情准确性

有所差异, 由此可见, 未来研究中有必要在尽量统一

测量工具的基础上将共情准确性及其毕生发展规律纳

入到共情研究的框架中
[65]. 共情测量工具的统一, 有

助于更加规范、科学地揭示出共情不同成分的毕生发

展轨迹.
第二, 借助各项技术进一步探讨共情的神经生理

基础. 虽然研究已经发现, 共情与脑岛、前扣带回、

杏仁核、额下回、腹内侧前额叶等脑区密切相关
[9,53],

但是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儿童、青少年及成年早期个

体, 针对成年中期/晚期个体进行的脑成像研究还很

少
[56]. 因此, 需要继续拓展研究对象的年龄段, 以便描

绘出共情及相关脑区的毕生发展轨迹. 另外, 已有研究

发现, 不同线索引发的共情反应具有差异性, 如个体对

于负性情绪线索将报以更多的他人指向的情绪关注和

人际间的情绪调节行为反应, 而对于伤口等物理线索

则将报以更高的自动化自我指向的情绪共鸣反应
[66].

同时, 国内研究者的研究关注学龄前儿童在有效和无

效两类物理线索条件下对于他人疼痛的共情反应, 结

果发现, 相比于无效物理线索, 学龄前儿童在有效物

理线索条件下的疼痛共情反应更高, 来自眼动的证据

表明, 这一结果与儿童对于两种不同物理线索的注意

分配紧密相关
[67]. 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借由脑成像

等神经基础相关的研究方法, 采用多种共情刺激, 在

验证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在毕生发展过程

中, 个体对于不同类型线索或刺激的共情反应, 从而为

揭示共情的毕生发展规律提供更加全面地证据. 此外,
对于共情等较为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来说, 通过有效

性连接(effective connectivity methods)等认知神经科

学的方法与常见的功能连接方法(functional connectiv-
ity methods)有效结合, 有助于更加清晰全面地探测和

理解不同共情成分加工过程中的脑区和脑网络联通情

况. 以往有关共情的神经科学的研究中, 功能连接的方

法使用较为普遍, 主要可用以探究共情过程中不同脑

区之间一致的时空关系. 而有效性连接的方法则能够

基于各个脑区活动的信息进一步探测脑区间的定向信

息流(directed information flow), 进而洞察大脑的活动

是如何产生的. 如Esménio等人
[68]

的研究便采用有效

性连接的方法, 将个体在进行共情任务中后扣带回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右顶下小叶(righ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rIPL)以及内侧前额叶等脑区的

神经元活动转化为可测量的反应, 从而有效探究了共

情这一复杂加工过程中脑区间的定向和分层连接. 因

此, 在现有发现的基础上, 有必要使用更多方法对共

情的神经机制和具体加工过程进行进一步深入探究.
第三, 全面考察影响共情发展的遗传和环境因素.

已有研究发现, 催产素受体基因(oxytocin receptor
gene, OXTR)、多巴胺D4受体基因(dopamine D4 recep-
tor gene, DRD4)、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启动区(seroto-
nin-transporter-linked promoter region, 5-HTTLPR)和精

神分裂症易感基因ZNF804A等与共情有关
[30].同时,近

年来有研究利用全基因组(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关联分析进一步发现共情与孤独症之间

的负向遗传相关性, 以及共情与精神分裂症和神经性

厌食症之间的正向遗传相关性
[69]. 未来研究可结合神

经影像学方法, 进一步采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全面探

讨基因对共情发展的影响及其神经基础, 并在此基础

上关注遗传与家庭和学校等环境因素对个体共情发展

的共同影响
[70], 进而结合个体先天遗传基础, 从环境

因素角度有针对性地促进个体共情的发展.
第四, 共情与其他社会认知能力的关系及其共通

的神经基础仍是研究的热点. 一方面, 共情与观点采

择、心理理论等能力无论是在实验任务、涉及脑区还

是发展过程上, 都具有一定的重叠. 这几种能力的关系

目前仍存在争议, 探讨其关系的研究屡见不鲜
[43]. 而反

映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相关信息表征、区分与调控的自

我-他人控制(self-other control)则可能是上述社会认知

共同的加工基础
[71]. 新近研究通过刺激与自我-他人密

切相关的脑区右侧缘上回(right supramarginal gyrus,
rSMG)来探究成年个体在进行共情任务过程中自我-他
人区分的表现, 结果发现, 对于情绪共情特质较低的个

体, 相应脑区的刺激增强了其在共情任务中的自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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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区分程度, 而对于情绪共情特质较高的个体, 相应脑

区的刺激则减弱了其在共情任务中的自我-他人控制.
这一结果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提示了自我-他人控制可

能是个体在对他人的情绪产生共情过程中所依赖的重

要的认知基础
[72]. 未来可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

整合性的框架中对不同领域的社会认知做统一的探讨.
同时, 也可在探究包括共情在内的社会认知能力共同

的加工过程的基础上, 进一步运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探

讨其对亲社会行为
[71,72]

、攻击行为
[73]

等方面的影响.
第五, 将积极共情(positive empathy)纳入到共情的

研究框架中进行探讨, 丰富与共情有关的理论基础, 并
挖掘其实践应用价值.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对消

极情绪的共情上, 如痛苦、悲伤、厌恶等, 较少探讨

个体如何分享和理解他人的积极情感
[74,75]. 近年来,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一些研究者开始将视线转向

积极共情, 并关注积极共情所依赖的神经基础, 同时

也有研究着眼于积极共情与快感缺失等抑郁症状的共

通神经机制, 力求为抑郁症等临床群体的治疗提供一

定借鉴和启示
[76~78]. 作为一个较新的课题, 积极共情

在未来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
第六, 深入了解非典型发展个体的共情. 目前, 很

多研究者关注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79]、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
peractivity disorder)[80]、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schizo-
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81]的非典型发展个体, 探讨

他们的共情能力和典型发展个体有何区别, 脑区激活

有何特殊性. 此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帮助研究

者理解这些疾病的症状和病因, 以便进一步对非典型

发展的个体提供针对性的帮助. 因此, 这一方向在今

后可能仍然是共情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七, 促进共情神经基础相关的研究成果的实践

应用和价值转化. 对共情不同成分或共情加工过程所

依赖的认知神经基础的探究, 一方面有助于深化人们

对于该领域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 也有利于

将共情相关的理论框架与时代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紧密

结合, 运用于社会实践中. 例如, 在智能体越来越近地

走入人们生活的时代, 对于传统共情理论模型及其神

经基础的理解有助于在智能体的研发与设计中, 通过

建立智能体共情及其计算模型, 模拟人机互动情境中

涉及到的情感的表达与情绪的识别和理解, 使智能体

成为人类生活中更加理想的“伴侣”或“助手”[82,83].

4 共情神经科学领域国内发展路线图

值得注意的是, 国内外心理学的起步时间和研究

环境有所不同, 因此学者在共情研究方面也有着不同

的视角. 国外研究倾向于将共情放入社会认知的框架

中进行探讨, 同时注重使用多种技术探究共情的相关

脑区及其发展; 而国内研究则侧重于心理咨询与治疗,
以及共情对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方面的影响

[84]. 因

此, 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 共情的研究既要考虑国际

趋势, 又需结合国内现状.
首先, 为了与国际接轨, 国内学者可以密切关注上

文所提到的国外研究方向, 例如共情的神经基础、共

情与其他认知或社会认知能力及社会行为的关系、积

极共情、非典型发展个体的共情等, 同时基于我国被

试样本, 探究适合本土化施测且具有高生态效度的实

验范式, 如通过VR情景呈现诱发个体共情等方式, 揭

示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共情的发展规律
[85].

其次, 在探究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环境因素

对于个体共情影响的基础上, 可以结合神经科学相关

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 丰富研究成果, 提升研究结

果的稳健性
[86]. 例如, 国内有部分研究关注了留守儿

童家庭中, 亲子沟通缺乏对于儿童共情的负面影响,
未来研究可考虑通过神经科学的技术路线, 采用对照

组设计, 探究家庭环境因素对于留守儿童脑发育的影

响, 并建立脑发育与共情发展间的联系, 从而通过先

进的技术和新颖的研究视角解决本土问题.
再次, 可利用国内目前已有的双生子研究数据库,

结合遗传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和方法探究遗传和环

境因素对于我国个体共情的不同成分发展的交互影

响
[87]. 新近的关于共情的双生子研究提示, 在共情的

不同成分中, 情绪共情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较大, 而认

知共情主要源于后天环境的影响. 未来可进一步在本

土文化背景下探索遗传和环境因素对于不同共情成分

的交互作用, 为更加全面地理解共情这一复杂的概念

奠定实证研究基础
[70].

最后, 考虑到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 研究者可以重

点关注共情研究的临床价值, 包括了解非典型发展个

体的共情表现和背后的神经生理原因
[88], 以及咨询师

的共情对咨询和治疗的影响等, 同时, 应注重提供切

实可行的家庭教育建议, 帮助个体提高共情能力, 改

善人际关系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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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al neural basis of empathy

WANG QiChen, LIU Zan & SU YanJie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Empathy is the affective response that stems from the apprehension or comprehension of other’s emotional state or condition. In the
current era,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cognitive mechanism of empathy,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empathy,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 empathy by combing the neuroimaging methods from a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There are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It begins to sprout in infancy and preschool, and becomes flexible and controllable in
adolescence, showing a mature development from adolescence to early adulthood. When entering middle and late adulthood, the
affective empathy rebounded, and cognitive empathy declined. So far, the research of the neural basis of empathy focuses on the
childhood,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emphasizing the brain region and brain network related to empath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empathy level, characteristics and brain structure or function.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neuroscience of empathy,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measurement,
technical route, research entry poi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made a certain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domestic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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